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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后李文化

近几年来，黄河下游地区新发现的后李文化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同时期文化，如华北

南部的磁山文化、豫中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渭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澧水流域的彭头山

文化、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等，同属裴李岗时代，相当于中国新石器时代

中期。这一发现，进一步缩短了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和以细石器遗存为主要特征的凤凰

岭文化之间的距离，为在海岱地区追寻新石器文化的起源和农业的发生，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

一　　发现和分布

后李文化的遗物发现稍早，而将其作为单独的一类文化遗存加以认识，则始自淄博

市临淄区后李官庄遗址的发掘。后来的西河、小荆山以及其他同类遗址，也是在后李遗

址发掘成果的基础上才得以辨认出来的。按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一般原则，即以最初发现

该类遗存的小地名命名，故可以称为“后李文化”。

年秋，济南市文物处和章丘市博物馆在章丘西部地区开展文物普查时，从龙

山镇西河、枣园镇摩天岭和绣惠镇绿竹园三处遗址中，分别采集到一部分后李文化陶

片 。因为当时既无层位关系，也缺乏可资比较的材料，故没有将这批资料单列出来加

以认识。

月末，山东大学考古实同年 习队进行的邹平县部分乡镇文物普查中，在邹平镇

孙家遗址采集到几件陶釜残片，其中有一件仅缺底部。在整理这批资料时，我们曾认为

这几件陶釜残片（当时定名为罐）比较奇特，但由于其质地、颜色和素面的风格等，均

与鲁北地区商周时期夷人遗存的素面陶器酷似，且孙家遗址发现的遗物主要属于周代，

故将其归入周代 ，仍然未能识别。稍后，济南市文物处在长清县的文物普查中，从张

官和万德两处遗址，也采集到少量后李文化的陶片③。

年，年 为配合济（南）青（岛）高速公路建设而进行的临淄后李官庄

遗址的发掘，在属于北辛文化晚期的堆积之下，发现一种文化内涵有别于以往认识的其

他文化的新遗存。这类新的文化遗存公布之后，立即引起考古界的关注。

年又先后以后李的发现为契机， 发现并发掘了章丘西河和小荆山两处遗址，

进一步丰富了对后李文化的认识。同年 月，主持后李遗址发掘的几位同志，首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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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后李文化”的命名④。

由于后李文化发现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比较明确的后李文化遗址，截止到目前共

发现有八处，即临淄后李，邹平孙家，章丘小荆山、绿竹园、摩天岭和西河，长清张官

和万德西南。这些遗址东起临淄，西到长清，东西距离超过 公里，均分布于泰沂山

脉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海拔高度一般在 米左右。其中有五处坐落在长白山脉的北、

西两侧地区，说明这一带是后李文化分布的一个中心区。因此，有的同志提议以“面积

较大，堆积较厚，遗迹较好，器物较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西河遗址命名，暂称为
，

“西河类型 。

在泰山南侧地区，也有类似后李文化或具有后李文化风格的同类遗存的线索。如兖
，州西桑园，在北辛文化“早期遗存之下叠压着一种类似或属于后李文化的遗存 。而

地理位置再往南的安徽省东北角，在宿州古台寺、小山口和淮北石山子遗址发现的早期

新石器文化遗存，也与后李文化存在共同之处。

目前，关于后李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命名、文化内涵和特征、年代以及与北

辛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由于资料的限制，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分期、分布、来源、

社会性质等，尚未展开讨论。

二　　文化内涵和特征

在已发现的后李文化遗址中，以后李、西河、小荆山三处比较重要。

后李遗址位于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庄村西北，遗址西临淄河，济青公路自西向东穿

过遗址。 年秋到 年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四次进行发掘。后李遗址

的堆积分为 层，其中第 层为后李文化。发现的遗迹较为零碎，种类有房址、

陶窑、灰坑、灰沟和墓葬等。后李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首次提供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崭

新器物群 。

西河遗址位于章丘市龙山镇西北，由于其南、西、 西河北三侧被巨野河的支流——

所环绕，故名“西河遗址”。 年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

掘。该遗址除了少量大汶口、龙山和唐宋时期的遗存之外，主要部分属于后李文化。由

发掘、局部钻探和从砖窑取土场断崖上观察，发现房址十余座，表明这是一处保存较好

的后李文化聚落遗址 。

小荆山遗址位于章丘市刁镇茄庄西南，坐落在长白山脉最西端的小荆山之北，故

名。 年冬和 年秋，济南市文物处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发掘该遗址。

小荆山遗址除了上层有少量汉代以后的遗存之外，主体部分为后李文化遗存。这里房址

分布密集，共发现三十余座，已清理发掘十座。在居住区南侧，还发现了排列整齐的

墓地 。

依据上述三处遗址的发掘资料，可以对后李文化的内涵和特征作出以下归纳。

后李文化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陶窑和墓葬。

从遗址的面积分析，后李文化时期已经存在规模可观的聚落。例如邹平孙家遗址面

积近四万平方米， 仅从窑场西河遗址有六万余平方米。小荆山遗址则达到十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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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土残余断崖和已经发掘的部分，就发现三十余座房址，而在砖窑取土场采集的石支

脚，更是多达数百件，可知聚落内房址数量之多。在已发掘的五百余平方米范围之内，

就发现并清理房址十座。由于受发掘面积的局限，聚落布局尚不清楚。

房址结构均为半地穴式，皆单间， 平面形状以圆角方形和长方形为主，其他形状者

极少。居室地面均经仔细加工，或用火烘烤，或铺以碎陶片，或铺以草木灰。室内按用

途还可以分为不同的区，如炊饮区、储存区、睡眠区等。穴壁多修筑得平整光滑，表面

还往往涂抹一层黄色泥膏，再用火烤之，使之坚硬，西河和小荆山均有此实例。房内四

壁挖有数目不一的柱洞，门道清楚者位于南壁东端，呈台阶状。除上述一般特征之外，

后李文化的房址还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房子的使用面积大。就目前已发现者而言，大

者五十平方米，小者也有二十余平方米，一般在三十平方米上下，这种情形与北辛文化

组呈及其以后的诸文化截然不同。二是房内的灶址特殊，多为组合灶，即由 组或 鼎

立状分布的石支脚合成，这种现象也没有见于此后的其他 年在小考古学文化。如

荆山遗址发现的 （图一），平面略呈圆 平方米，四壁涂抹一薄层角长方形，面积

图一 平、剖面图　　　　小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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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膏，并经火烧烤，四壁下发现 个柱洞，室内中部有由三组支脚合成的组合灶，

台阶状门道设置于南壁东端 。再如西河 ，平面呈圆角方形，室内面积五十余平方

米。西半部二十余平方米为睡眠区，这一部分地面以及与之连接的西壁和北、南壁的相

应部分，均涂抹一层厚 厘米的黄泥膏，并烧烤成青灰色，龟裂严重。中部为炊

饮区，灶址由三组支脚合成，平面呈相互依存的三角形分布。南组为主灶，支脚粗大，

所占面积也大，前端还横向埋置一灶门石遮挡；东北、西北两组位于南组后侧，支脚细

小，占地面积也小，是为副灶，出土时西北组支脚上还遗留有炊器陶釜。东部为储存

区，放置有陶器十余件。

灰坑数量较多，平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三类，坑底又有平底和圜底之

别。后李遗址还发现在规整的筒状灰坑内放置完整陶釜的现象，似有特定用途。

陶窑仅见于后李遗址。窑为竖穴式，平面近似 ”字形，整体由窑箅、火膛和工

作坑三部分组成。窑箅即窑室底部，平面为圆形，其上有圆形或椭圆形火孔，分布不甚

规则；火膛位于窑室前半部正下方，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工作坑在火膛外侧，底部略高

于火膛底面。

后李文化的墓葬见于小荆山和后李两处遗址。后李遗址的墓葬不多，分布上没有规

律，结构有土坑竖穴墓和土坑竖穴侧室（洞室）墓两类。土坑竖穴侧室墓是一种比较特

殊的墓葬，即在长方形竖穴的底部，向前、侧两个方向掏出墓室，死者被置于侧室之

内。小荆山的墓葬集中分布于遗址东南部，北距居住区三十余米，在被砖瓦窑取土场破

坏余下的一条宽三米多的土脊上，残留有二十一座墓葬。全部墓葬分为三排，呈东西方

向，排列得十分整齐（图二）。墓葬皆为较浅的长方形土坑竖穴，直接挖于生土之上，

米，宽度在墓圹较难辨认。墓圹一般长 米之 ，未间，头向北，方向

见葬具痕迹。两遗址的墓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人骨已出现不同程度的石化现象。墓

葬内多无随葬品，仅个别墓随葬有蚌壳、骨饼饰和陶支脚等。

图二　　　　小荆山墓地平面图

后李文化的遗物主要有石、骨、角、蚌和陶器等，其中以陶器最具特征和代表性。

石器数量较多，所用原料以砂岩和花岗岩为主，制作方法以打制居多，也有一定数

凿、锤、铲、磨盘、磨棒、刮削器、尖状器量的琢制和磨制者。器形有斧、锛 、石球

和支脚等（图三）。石斧平面近似梯形或长方形，器身琢制，刃部磨光，形状和制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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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后李文化石器

石斧 石铲 穿孔石器 石磨棒 石磨盘 石锤

石支脚（均出自小荆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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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已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同类器无异。石锛亦为梯形，形体较小。石铲以打制为主，

也有部分磨制者，多为长方形，器体扁薄。小荆山遗址还出土一种大型穿孔石器，形状

不甚固定，以不规则长方形者较多，中部有对穿圆孔，前端为单面刃，并遗留有使用痕

迹。石磨盘均采用砂岩制成，平面分为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打制和琢制兼施。磨面有

两种形态：一种是两端较高，向中部渐低；另一种是两端略高，两侧亦略高，中心部位

下凹。石磨棒亦有两类：一类棒体较长，两端粗而棒身较细，断面为椭圆形或不规则圆

形，此类磨棒应是与第一种磨面的磨盘配套使用的；另一类棒体短而粗厚，其中有一面

近平，此类磨棒应是和第二种磨面的磨盘相对应的。石支脚的数量甚多，种类也不单

一，并且有相当数量者是未经刻意加工而直接使用的自然条石，这是后李文化的重要特

征之一。支脚的形态有牛角形、长条形、塔形和馒头形等，前两者主要用于灶的支脚，

后两者则是稳定圜底陶器的支垫石。其中以牛角形支脚最为典型，此类支脚器体粗长，

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相对较细，多经打制和琢制，比较规整，顶端细且向一侧微

弯，状似牛角尖，为埋设后暴露于地面以上的部分，多烧蚀严重；下半部较粗，多数只

经过简单打制，或不做任何加工即使用，系埋设于地面以下的部分。

骨角器的数量也比较多，制作精致，多数为通体磨光。器形有凿、镞、鱼镖、匕、

锥、针和簪等。

后李文化陶器的特征十分突出，了解和掌握其特征，是识别这一文化的最有效

途径。

陶器质地较细，有人将其称之为“夹细砂陶”，除了少量掺有砂粒和蚌末之外，绝

大多数选用质地较细腻的原生粘土为原料，不加淘洗并且也不掺杂其他物质而制成。因

此，在发掘、调查所得到的后李文化的陶片标本中，迄今未见纯净的泥质陶。这种所谓

的“夹细砂陶”，实际上利用的是自然陶土，这种做法在现代山东农村的陶器制作中仍

然普遍存在。如莒南县大店镇薛家窑 。而少量夹和临沂市郊区岗头村的制陶均是如此

砂陶的砂粒，也很可能不是有意而为。所谓的“夹砂”，或许是练泥时作为防止粘地而

撒下的少量隔离物掺进了陶土之中。在薛家窑制陶现场，我们曾亲眼见到过这种现象。

所以，后李文化的陶器似不应称为“夹细砂陶”，因为这样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即认为

这些“细砂”是人为掺进去的。如果要名实相符，倒是易名为“自然土陶”较为恰当。

陶器的颜色以红褐色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青灰色和灰褐色。陶器内外壁和胎子的

颜色斑驳不纯，一件器物上往往存在红褐色、灰褐色、黑色等几种颜色。这主要应与控

制窑温的技术比较低下有关，也与器物烧成后的使用和废弃后的埋藏条件有一定联系。

陶器制作工艺比较原始，经仔细观察，部分陶器采用了分段制作，再进行对接的成

型方法。如筒形釜，底部用泥饼拍打成型，上部则用一段一段的泥带圈对接，直至成

器。在西河遗址就见到器物上存在这种较宽而规律的节段圈的实例。同时，也存在原始

的泥条盘筑制法，迄今尚未观察到泥片贴塑法制成的陶器实例。个别器物外表有涂抹不

典型陶衣的现象，有的内外壁可以看到修整时形成的拍打凹痕和刮抹痕迹。从总体上

看，后李文化的陶器规整性较差，多数器口不圆整，器身不正。但相比较而言，陶胎较

厘米的大型器物也是如此。这一现薄，尤其是一些口径超过 象我们在分析邹平孙家

遗址的采集品时就已经注意到，当时发觉这种陶器与商周时期的素面褐陶器相比，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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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但陶器的胎壁则明显较薄。

陶器的烧成温度较低，火候也不均匀，主要是由于控制窑温的技术较差所致。多数

陶器的质地疏松，有的实用器物在出土时就碎成小块，类似于土器，极难修复。但也有

火候相对较高、质地比较坚硬者，从而表明其陶器烧制技术的原始性和不稳定性。

陶器表面装饰以素面为主，纹饰的种类和数量均很少。许多器物的口沿较厚，系制

作时向外翻转叠压成双层所致，故采用此法形成的口沿也被称为“叠唇”。叠唇的下沿

均略凸，其上往往采用刻、 压、刺、戳等手法，做出短条、齿牙、小窝、指甲形等纹

饰，从而成为后李文化陶器的鲜明特色之一。纹饰以附加堆纹稍多，见于釜的颈或腹

部，刻划纹、指甲纹、绳纹等纹饰的数量极少。此外，有在器口外侧附加鸡冠状耳和扁

条状耳的现象。

后李文化陶器的种类相对较少，绝大多数器物的造型简单原始，但也有少量造型比

较复杂和附加耳、流、圈足等附件的器形。按器底的形态可以将其分为四类。其中以圜

底器最多，占总 以上，平底器较少，圈足器更少，偶见底部附加乳头状小足数的

的器形。器形类别有釜、乳足器、罐、壶、盂、钵、盆、匜、碗、器盖和支脚等。

釜　　是后李文化指征性器类，数量甚多，占陶器总量 以上，有的遗址甚至超的

。其共同特征为口较大，圜底。依其形制特点，主要可以过 分为五型：

型　　筒形釜。口径与器高大致相等，直口或微外侈，绝大多数为叠唇，个别腹部

加饰一周堆纹 、后李 ，其中后李、小荆山采：。如西河

口沿下附加两两对称的四个圆头长条形耳（图四， 、 。此类釜的个体

一般较大，口径和器高多在 厘米之间，在各类釜中数量最多，主要用作炊器。

型　　深筒形釜。口径明显小于器高，显得器身修长，直口或微外侈，叠唇。如后

、小荆山采：李 、 （图四，西河

鼓腹。小荆山标本型　　鼓腹罐形釜。口沿微外侈，有颈， ，叠唇，最大径偏下；

最大径居中，颈部有附加堆纹一周，其上加戳印纹后李 （图四，

型 腹略深，口沿下有附加堆纹一　　盆形釜。敞口，斜腹较浅。后李

周，其 ，尖唇，平折沿，浅腹； ，口沿微外卷，底部上加饰指甲纹；

残（图四，

型　　盂形釜。口近直或微内敛，叠唇，浅腹，状似盂。小荆山采： ，底略残

（图四，

除上述五类之外，还发现个别圈足釜，即器身与 型釜相同，底部附加矮圈足。

小荆山 叠唇，唇下附加一对贯耳（图四，

乳足器　　后李文化比较特殊的一类器物，即在筒形釜、盆形釜和钵的底部，附加若

个或个，多者可达干个乳头状小足，少者 个，一般 个。或认为其与鼎的初始形

态有关。小荆山标本，器身为筒形，圜底部位附加 个小乳足；小荆山标本，器身为折

沿盆形；小荆山标本，器身为圜底钵形（图五， 、

罐　　数量较少。可分为三型：

型　　双耳罐。敛口，叠唇，鼓腹，圜底。腹上部附加一对贯耳。小荆山采：

底略残（图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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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 后李（

小荆山（采： 、无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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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后李文化陶器

后李小荆山 （

） 、
、 、 、

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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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小筒形罐。直口，叠唇，筒腹，平底。西河 （图五，

型　　粗筒形罐。大口，斜壁，平底。后李 ，底残，口沿下饰四周绳状

凹弦纹（图五，

壶　　数量较少。可分为二型：

型　　　　小口，叠唇，束颈，长溜肩，深腹，圜底。小荆山标本，长圆腹；后李

，仅存颈以上部分（图五， 、

型　　中口，叠唇，高束颈，折肩，平底。后李 （图五，

盂　　近直口，腹壁微内收，平底内凹。后李 （图五，

钵　　数量略多。可分为三型：

型　　平底钵。后李 ，敞口 ，近直口（图五，；

型　　圜底钵。敞口或敛口。后李 ，敞口（图五，

，器口极型　　　　圈足钵。口微敛，下附泥圈状矮足。后李 不规整（图

五， 。

盆　　敞口，斜壁，平底。西河采 浅腹；后李： ，浅腹微外弧，唇下

有凹槽一周（图五，

匜后李文化陶器中造型最为复杂的一种，见于西河和小荆山遗址。俯视接近椭圆

形，敞口，叠唇，腹壁微外弧，圜底或矮圈足。前端有宽流，尾端上部中间有缺口，缺

口底面向外侧伸出一弧形片状耳，缺口两侧之上，竖立环状把手。西河标本（图

五，
。

碗　　数量略多。可分为二型：

型　　平底 浅腹（图五，，近直口，弧腹。小荆山采：

型　　矮圈足 ，大敞口，斜壁，矮圈足；小荆山采： ，近或假圈足。西河采：

直口，弧腹，矮圈足（图五，

器盖　　数量甚少，有覆盘形等。

支脚　　主要有二型：

型　　牛角形。与同类石支脚形态相似而器体短小，上端为尖圆头，微弯曲，断面

近圆形。

型　　窝头形。整体较矮，大底，尖圆顶，内空。小荆山采（图五，

后李、西河、小荆山三处遗址的后李文化遗存，文化 厘米以层堆积的厚度均在

上，并且各自还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层次，每一层次之上、下开口有各种遗迹。各个遗址

出土的陶器，也存在相当大的变化，显然有早晚之分。尽管目前公布的资料不多，据此

尚难以讨论其分期问题，但上述情况表明，后李文化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已测

定的碳十四数据也说明 年了这一点。西 个数据，树轮校正年代在距今河遗址的
。个数据，树轮校正 年年年之间 代在距今。后李遗址的 年之间

综合文化层堆积、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遗物的变化和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可暂将后李

个数据的标本还不是出自文化的年代推定在距今 年 年之间。由于以上 后

李文化最早和最晚的地层，所以，随着以后工作的开展和发现的增多，其上、下限均有

进一步外扩的可能。即其上限有可能达到距今 年，下限则下延，和北辛文化早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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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相衔接。

三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其他文化，主要是指与后李文化地域相邻、时代接近的一部分考古学文

化。讨论这一问题，对于廓清后李文化产生的区域，进而探索其来源，以及了解后李文

化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和文化交流等问题，无疑会有积极意义。

（一）与北方地区诸文化的关系

北方地区，系指后李文化分布区的北方和东北方，包括从燕山南北经辽东半岛到朝

鲜半岛的广大区域。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支系尽管很多，但从宏观上加以归纳，显然

存在着平行发展的两个大的文化系统，即流行平底陶器的系统和流行尖、圜底陶器的系

统 。两者的地 。此线以理分界，约在朝鲜半岛的清川江至东部沿海的鳌山里一线

北，属于平底陶器系统的分布区，以南则为尖、圜底陶器系统的分布区。

从燕山到辽东一带，各地的新石器文化自西向东依次为洵河流域的上宅文化 、辽

西一带的兴隆洼文化 、下辽河流域和浑河流域的新乐下层文化 、辽东半岛南部和东

部的小朱山文化 。这些文化的年代并不相同，或稍早，或稍晚，但都是当地目前所知

最早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他们及其各自的后续文化，都以存在大量的筒形平底罐和

压印之字纹装饰为陶器的共同特征。这和以圜底器、三足器、素面少纹陶器为基本特征

的海岱地区，显然属于两个文化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圈。上述一系列文化中，按陶器的

年代学研究和碳十四测年数据，只有包括上宅早期在内的兴隆洼文化与后李文化的年代

基本相当，其他文化的年代均相对较晚。因此，这里仅就兴隆洼文化略作比较。

兴隆洼文化，主要 ，或认分布于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的西辽河流域、大凌河流域

为向南已到达燕山南麓 。后李文化和兴隆洼文化虽然因文化面貌不同而分属不同的文

化系统，但由于种种原因，也确实存在一些相近之处。例如，两者的房屋均为圆角方形

或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使用面积较大，房内还因用途不同存在着分区现象；两者的

石器加工方法基本相同，大型打制石器的数量很多，存在相当数目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都具有精湛的制作骨器的技术；陶器方面，在同时期诸文化中，唯有后李文化和兴隆洼

文化不见泥质陶器，并采用泥带圈相粘接的制陶技术，共同存在陶器唇部加厚的现象

（或称为叠唇）。尤其是在后李遗址，出土了一件大口、斜腹、平底的浅筒形罐，口沿外

侧还加饰四周绳状凹弦纹，这与兴隆洼文化的敞口平底筒形罐不仅器形相近，而且口沿

。这种器形在后李外侧多施数周凹弦纹的做法也十分接近（图六， 文化中极少，

风格、作风与最常见的筒形圜底釜截然不同。后李文化与兴隆洼文化的差别是极其明显

的，即使上述列举的相近之处，恐怕也主要是由于两者时代相近、生产力发展水平相

当、社会发展阶段大体一致，从而形成的一些共同因素和特征。至于后李遗址出土的敞

口筒形罐，或许是受到兴隆洼文化影响的产物。诚如是，则说明两者之间已经有了文化

上的接触和交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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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后李文化与兴隆洼文化、裴李岗文化类似的陶器

后李（ 兴隆洼（ 小荆山 贾湖

（二）与磁山文化的关系

磁山文化主要分布 。这一文化目前于冀南地区，其影响向北到达冀中的易县一带

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经高精度树轮校正后仅有磁山遗址的 ，为距今 年

年，与后李文化的年代约略相当，其上限稍晚。

后李文化与磁山文化分布区外缘的距离仅二百多公里，较之与兴隆洼文化的间距要

近得多。但是，两者的文化面貌完全不同，极少共同之处。

磁山文化的房屋，仅在磁山遗址第一文化层发现 座，为圆形和椭圆形半地穴式建

筑，面积甚小，均不足 平方米 ，与后李文化宽大的方形、长方形房屋完全不同。这

种差别，与其说是反映了建筑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不如看做是两者的社会组织形态有所

不同，即磁山文化社会最基层单位的人口显然少于后李文化，故其必需的房屋面积也

小。当然，磁山文化目前发现的房屋数量甚少，并且均为晚期，其能否代表磁山文化住

居的整体特征还难下结论。

磁山文化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后李文化一致，均有打制、琢制和磨制三种方法，器类

也基本相同。但磁山文化极富特征的大量四足石磨盘，则不见于后李文化。而后李文化

的四边高中间凹的石磨盘以及数量极多的牛角形等石支脚，也未见于磁山文化。

两者在陶器方面的差别尤为明显。磁山文化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泥质陶器，表明其已

经掌握了淘洗陶土的技术，后李文化则尚未具备。磁山文化的陶器有纹饰者所占比例较

高，其中数量较多的细绳纹、富有特色的连续折弧形或平行的篦点纹以及特有的波折状

细泥条附加堆纹等代表性纹样，均不见于后李文化。后李文化普遍盛行的叠唇作风和在

唇外沿加饰各种纹样的做法，也未见于磁山文化。磁山文化主要为平底器，有一定数量

的三足器，基本组合为平底盂、深腹平底罐、三足钵、小口双耳壶、小筒形杯和倒靴状

支脚。后李文化绝大多数为圜底器，基本器形为各种圜底釜，另有为数不多的钵、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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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罐、匜等，相比之下器形简单。两者除了少数无关紧要的器形，如钵、碗等有相似

之处外，主要器类未见相同或相近者，即便是后李文化中个别被称为盂的器物，与磁山

文化的盂也很不相同，不能看做是由于来自后者的影响所致。

上述比较表明，后李文化与磁山文化之间，尽管地域相隔并不遥远，但相互之间似

乎很少文化联系，至少到目前的发现是如此。这或许是像有的同志所认为的那样，磁山
，

文化似“应晚于后李文化”

（三）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

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省中部地区，地处浅山丘陵和山前平原地带。其年代可

依据多处遗址的二十余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加以推定。除了个别数据的年代过早之外，较

早的有贾湖一期 ，为距今 年，最晚的裴李岗 ，为距今

± 年，高精度树轮校正值分别为距今 年 年和距今 年

。如果各取其中年 间值，则裴李岗文化的年代约在距今 年 年之间，基本

上是和后李文化平行发展的。

后李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分布区的空间距离，就目前的发现而言，已超过 公里。

两者的文化面貌也迥然不同。

裴李岗文化的房屋，据舞阳贾湖 和长葛石固 等遗址的发现，均为圆形和椭圆形

的半地穴式建筑，除单间之外，还有依次扩建的双间和多间建筑。房屋使用面积较小，

一般都在十平方米以下，小者只有二三平方米，这与后李文化流行宽大的方形、长方形

房屋显著不同。

两者墓葬的共同点是均为土坑竖穴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裴李岗文化墓葬的

葬制比较复杂，除单人一次葬外，还有目前尚未见于后李文化的二次葬、合葬等，一般

都有少量随葬品，存在分区埋葬的现象，但墓葬排列不十分规整。后李文化的墓葬排列

整齐，一般都没有随葬品，与裴李岗文化差别较大。

两者的石器加工方法和器类组合基本相同。但裴李岗文化代表性的器形，如齿刃石

镰和四足石磨盘，不见于后李文化。而后李文化的大量各类石支脚，也未见于裴李岗文

化。其差别显而易见。

两者陶器颜色相近，均以红、褐陶为主。裴李岗文化存有相当比例的泥质陶，有的

遗址甚至超过半数；在烧制方法上已出现叠烧技术。这表明其制作和烧制技术均比后李

文化进步。两者陶器的器表均以素面占绝对多数，纹饰中共有附加堆纹、刻划纹、指甲

纹、乳丁纹等。裴李岗文化典型的各种篦点纹和绳纹，未见于后李文化；而后李文化盛

行的叠唇之上再加装饰的作风，也不见于裴李岗文化。在器物造型上，裴李岗文化有较

多的三足器和平底器，圜底器占一定比例；后李文化则以圜底器占绝对优势。裴李岗文

化陶器的基本组合为小口双耳罐、三足钵、钵和深腹罐，中晚期出现少量的鼎；后李文

化则以釜为主，其他种类均少。后李文化晚期出现一定数量的乳足器，这在裴李岗文化

，器身为 ，与中也偶有发现，如贾湖遗址 浅弧腹圜底钵，下附五个乳头状小足

。这种后李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图六， 情况在裴李岗文化中尚属孤例，还难于断

言两者之间是否有文化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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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初步判明，后李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之间，缺乏人员接触和

文化交流活动，各自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

在进行后李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比较时，我们注意到近年在安徽省北部宿县和濉溪

一带发现的部分新石器文化较早阶段遗存，其中经过发掘的有宿县小山口、古台寺 和

濉溪 三处。石山子

小山口遗址位于安徽省北端，北距徐州约二十公里，这里的新石器早期遗存比较单

纯。石器中既有打制的刮削器和尖状器，也有琢制的石磨盘、石磨棒和磨制的石斧、石

凿等。陶器的基本特征为，多系红褐陶，夹砂陶占绝大多数，泥质陶甚少，均为手制，

陶胎较厚，火候低，器表多为素面，纹饰有附加堆纹、指甲纹和乳丁纹等，器形以直壁

的釜最多。值得注意的是，釜的口沿外侧多有一周附加堆纹，凸起部位往往加饰指甲

纹，状似叠唇。有的口沿下附加椭圆形片状耳（图七， 。这些特征与后李文化酷

似。但也有其自身特色，如束腰形（或可以称为“ ”字形）支脚则不见于其他地区，

当与淮河中下游地区稍晚时期的同类支脚有着渊源关系。小山口遗址的 个木炭标本，

经测定为距今 年 年（高精度树轮校正值），与后李文化的年代相当。由于

发掘面积很小，出土遗物中缺少完整和可以复原的器物，故目前还难以论定其文化性

质。不过，据其陶器特征，特别是筒形釜数量最多、形态也近似于后李文化的同类釜，

可以认为小山口一类遗存，即便是不属于后李文化，也必定与后李文化有密切联系。

古台寺遗址位居小山口之南约十公里处。叠压于大汶口文化堆积之下的新石器早期

遗存，与小山口下层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区别。如两者陶质陶色相近，器表均以素面

为主，纹饰种类较少，均以附加堆纹为多，器形中釜的数量最多。不同之处表现在，古

台寺有少量类似裴李岗文化的篦点状戳印纹，筒形釜口沿外侧的附加堆纹之上，少见指

甲纹，器形除了与小山口相似的釜、钵之外，还出土有长锥形鼎足、三足器和假圈足器

等，器形较之小山口进步而复杂（图七， 。因此，从总体上看，古台寺早期遗存

的文化性质与小山口基本相同，时代可能略晚。古台寺早期遗存的文化内涵，除了显示

出与后李文化的类似特征之外，还可能与裴李岗文化有某种程度的联系。

年发现的石山子新石器遗存，曾以其鲜明的特色而引起 。该学术界的关注

遗址 ，泥质陶较少。器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在全部陶器中所占的比例超过

表以素面为主，纹饰的数量和种类均不多，主要有附加堆纹、指甲纹和刻划纹等，晚期

出现少量彩陶，圆弧形或鸡冠状耳发达。器形以釜、鼎和小口双耳罐最多，盆、钵和支

脚也有一定数量。从陶器的特征和鼎、小口双耳罐的显著增多分析，其时代显然要晚于

小山口早期遗存。矮颈的小口双耳罐、折腹釜形鼎等主要器类，均可与北辛文化偏晚时

期的同类器形相比较，两者的年代应大致相当。一部分盆类器物颈下的附加堆纹既宽且

高，断面呈三角形，极似南方地区马家浜文化的腰沿，两者当有联系。石山子遗址数量

较多的筒形釜，从整体造型到口沿外侧的堆纹装饰，均与小山口早期遗存的同类器有着

密切的内在联系，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一目了然。而小口双耳罐、三足钵和鼎等，则另

有来源。

综上所述，皖北地区的小山口新石器早期遗存，年代与后李文化相当，文化面貌极

为相似，两者或许就是一种文化。古台寺新石器早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小山口接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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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有鼎和篦点纹装饰，或是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所致，其延续的下限似晚于小山

口。石山子新石器遗存，在年代上已进入仰韶时代早期，与北辛文化关系密切，与长江

下游地区也有某种联系，其来源应是以小山口早期遗存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和裴李岗

文化。

图七　　　　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址出土陶器

小山 古台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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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后李文化的去向

后李文化发现的时日尚短，研究才刚刚起步，许多问题都还不清楚。现在来讨论后

李文化的发展去向，条件似乎还不成熟，但也并非没有线索可寻。而且，开展这一问题

的讨论，将有助于后李文化研究的深入。

（一）分布区域内的去向

据目前的发现，后李文化主要分布于泰沂山脉北侧和西北侧地区。从泰山以南目前

发现的一些迹象分析，如兖州西桑园下层遗存、皖北小山口和古台寺早期遗存以及北辛

文化中存在一定数量后李文化系统的筒形圜底釜等，鲁南和鲁苏、鲁皖交界地区，也很

可能是后李文化的分布区。

按照常规，如果没有巨大的灾变降临或强大的外来势力侵入，一个地区的古代文化

是会自然繁衍发展下去的。在包括胶东半岛和苏皖北部在内的海岱地区，继后李文化而

起的是北辛文化。因此，北辛文化应是探讨后李文化去向的首选对象。

比较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的内涵，我们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部分具有内在联

系的文化因素。例如，石器中的石磨盘、陶器中的筒形圜底釜、盆形圜底釜、乳足器、

牛角形支脚等，两支文化之间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但不可否认，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巨

大的差异。例如，北辛文化的房屋均为小型的圆形、椭圆形半地穴式建筑，这与后李文

化那种较大规模的方形、长方形建筑差别显著；北辛文化陶器的三种基本器类，其中两

种（鼎和小口双耳罐）不见于后李文化，而另一种由于叠烧所形成的“红顶”钵，也与

后李文化有所不同。这些作为北辛文化主体部分的文化要素，恰恰在年代早于北辛文化

的裴李岗文化中均有发现，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因此，可以排除这些新的文化因素是

在后李文化正常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同时，对这种现象也很难用区域间的文化交流

和影响进行解释。而其真正的原因，则应该是由于裴李岗文化居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

后李文化在海岱地 北辛文化的诞生。区的正常发展方向，从而导致了一个新的文化——

换言之，北辛文化的主要来源是裴李岗文化，而后李文化也是其重要来源。对此，我在

《北辛文化研究》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分析 。

（二）后李文化与太湖文化区新石器早期遗存

太湖文化区，包括从宁绍平原经太湖周围到宁镇一带的广大区域。这一地区的时代

较早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有东南部的河姆渡文化、中部的马家浜文化和西北部以句容丁

沙地为代表的一类新石器遗存。这三类遗存的年代大致相当，由区域之间的文化联系可

知，他们与北邻的北辛文化大体处在同一阶段。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马家浜文化等三

年 年前后，均晚于后李文化。类遗存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

太湖文化区的上述三类遗存，宏观上的共同点是，社会经济均以稻作农业生产为

主，陶器中圜底釜的数量甚多（尤其是早期），盛行突脊和腰沿作风。故可以认为，它

们是以圜底釜（辅之以陶支脚）为主要炊器的稻作农业文化。但略微仔细观察就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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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是极其明显的，尤其是陶器方面。

河姆渡文化早期的陶器，主要为夹炭黑陶，即在陶胎中布满大量炭的晶粒，器表以

绳纹、刻划纹比较普遍。陶器的基本组合为釜、钵、罐、盘和支脚五类，其中釜、罐别

具特色。釜的形制为侈口、直口或敛口，束颈，浅腹外侧多有突脊，圜底，突脊以下多

饰绳纹。罐则为大口，颈部有卷筒状双耳或单耳 。

位于南京和镇江之间的丁沙地新石器遗存 ，陶器以夹砂和夹蚌末红陶为主，泥质

红陶较少。器表绝大多数为素面，纹饰有附加堆纹、刻划纹和乳丁纹等，鸡冠状耳十分

流行。器形有釜、罐、钵、盆和盘等，其中以深筒形圜底釜最具特色，釜之颈下多附加

一周索状突脊，或兼置对称的鸡冠状耳。丁沙地遗存与河姆渡文化相比，虽然在器类上

差别不大，但每类器形的形制全然不同，显然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分布于太湖周围地区的马家浜文化，早期陶器以夹砂夹蚌灰褐陶为主，有少量夹炭

黑陶，泥质红陶占有一定比例。器表以素面为主，流行腰沿、牛鼻形耳和鸡冠状耳。器

形以釜的数量最多，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筒形圜底釜，这是马家浜文化釜的主要形

态。从分布上看，位于南部的桐乡罗家角早期，此类釜约占 ，而在北部的常州圩墩

一期则占据多数，其北部数量较多而向南逐渐减少的趋势一目了然。第二类是宽领束颈

圜底釜。此类釜多饰突脊和绳纹，不仅形态、纹饰与河姆渡文化的釜相同，在空间分布

上也是太湖以南地区数量较多，太湖东、北侧数量较少，并且出现时间也晚。因此，可

知是在河姆渡文化影响之下的产物。第三类为窄沿圆腹圜底釜。此类釜腰沿发达，多数

宽而上翘，边沿或呈角状，或呈齿状，分布上太湖南侧地区较多。从总体形态上归纳，

第二类和第三类釜的造型比较接近，区别只是在于领部的长短、腰沿的宽窄和绳纹的有

无等细节方面。而第一类釜的形态与后两类相比，在造型上显著不同，相同点仅表现在

细节方面，如都有腰沿、突脊或鸡冠状耳等。由于筒形釜在马家浜文化中不仅数量多，

而且是主要的炊器，地位也重要 ，所以，分析其由来就和探索马家浜文化的渊源联系

到了一起。

马家浜文化的筒形圜底釜，与后李文化及小山口早期遗存的同类釜造型相同。它们

的基本形态均为直口或侈口，近直壁，圜底。依腹部的深浅，又可以分为深筒形和浅筒

形等不同小类。口沿外侧之下均有附加堆纹，或再附加鸡冠状耳，器体部分除个别有堆

纹之外，均为素面。丁沙地早期遗存的同类釜也具备上述基本特征（图八）。所不同的

是，后李文化和小山口早期遗存的堆纹较矮，居于口沿外或颈部，位置偏上，往往通过

叠唇的形式表现出来，叠唇的外沿凸起，并且多不与鸡冠状耳兼用。马家浜文化和丁沙

地早期遗存的堆纹粗高，多居于颈部或颈部以下，位置下移，并往往与鸡冠状耳并用。

堆纹下移的趋势在马家浜文化本身中也可以觉察到。如常州圩墩遗址马家浜文化一期的

陶釜，“腰沿不发达，其位置距器口很近”，“二期陶釜⋯⋯，腰沿及器壁都较壮实，腰
， “腰沿”沿的位 。作为马家浜文化 陶 器的典型 特征——置下落 的形成，也有脉络可

寻。在马家浜文化早期的罗家角第四层，被视为“标型器”而“显得格外重要”的带脊

，这里的“釜 脊”，实际上就是一种略为粗高的附加堆纹。因此，马家浜文化极为流

行的腰沿，其实就是一种极度特化了的附加堆纹。毫无疑问，它是循着附加堆纹（普通

堆 突脊（轻度特化的堆纹）纹） 腰沿（极度特化的堆纹）的线路发展的。作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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